
（本文尚待排版與校對） 

《臺灣社會學刊》第 76 期  

2024 年 12 月，頁 xxx-xxx 【研究紀要】 

10.6786/ TJS.202412_(76).0003（doi 尚未確定） 

 

 

團體分析作為質性資料分析的基礎： 

客觀詮釋學及其序列分析原則 

陳登翔 

 
 
 
 
 
 
 
 
 
 
 
 
 
 
 
 
 
 
 
 
 
 
 
 
感謝齊偉先老師對於本文長期的指導與 Dr. Thomas Loer 在理論上的協助。感謝廖培珊主編、編

委會與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的寶貴建議，以及學刊助理編輯陳家平的細心校對。 

 

 

※收稿日期：2024.04.17 接受刊登：2024.07.30 

──────── 

陳登翔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通訊地址：840401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里興田路 153 號 

Email：thsiang@gate.sinica.edu.tw 

 

mailto:thsiang@gate.sinica.edu.tw


（本文尚待排版與校對） 

摘要 

由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Oevermann 開創的客觀詮釋學（Objective 

Hermeneutics），以及依據該方法論所建立的序列分析（Sequence Analysis），其

研究方法特色是要求以團體分析的方式，對於進行資料的分析。要求團體成員

在遵守序列分析原則的狀況下進行討論，以此避免分析者的主觀見解，而能夠

構成分析的客觀性。但方法論的對於分析的指引，在實際團體分析的執行時，

具有因團體成員間互動而造就的不確定因素。以此，本文首先說明客觀詮釋學

的分析團體運作模式（延展性原則、節省性原則），以及理論基礎，然後探討團

體分析實際操作可能遇到的困難，檢討實際運作與客觀詮釋學分析原則之間的

差距。 

 

關鍵詞：客觀詮釋學、序列分析、分析團體、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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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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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bjective Hermeneutics, pioneered by the German sociologist Ulrich 

Oevermann, and the Sequence Analys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is methodology 

require data analysis in a group format. This approach mandates group members to 

engage in discussions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Sequence Analysis. Such 

adherence serves the dual purpose of mitigating subjective inclinations amongst 

analysts and achieving the objectivity of the analytical endeavor. However, during the 

actual group analysis following its methodological guidelin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roup members may create potential uncertainties, which should be carefully 

discussed. Therefore, this manuscript first described the operational modality of the 

objective hermeneutic analytic group, the principles of extensivity and parsimony, and 

its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Then, it delved into the challenges that might encounter 

during the group analysis process - which would be focused on the disjunction 

between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and the foundational tenets of objective 

hermeneut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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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4 年第九屆柏林研究方法論壇（9. Berliner Methodentreffen），舉辦了一場

主題為「研究工作坊（forschungswerkstätten)」的場次，以質性研究方法為主要研

究方式的社會學教授們，一同探討詮釋與分析團體（ interpretations- und 

analysegruppen）的運作模式，並分享自身在分析團體的運作中，有關分析的經驗

與觀點（Allert et al. 2014: 291-316）。該論壇嘗試重新探討以團體方式進行研究與

分析的運作，同時也指出 Ulrich Oevermann 所創立的客觀詮釋學（Objektive 

Hermeneutik），依據方法論基礎所發展出的序列分析（Sequenzanalyse），在以團

體分析的論戰上有重要的地位。其所建立的序列分析原則，界定出具有方法論意

義的分析步驟，指出對於客觀意義的理解也有助於理解社會現象；此外，這個原

則也要求以團體討論的方式確立對文本分析的有效性，是客觀詮釋學在方法論上

的貢獻（Flick 2007）。以分析團體的方式對於質性研究資料進行分析，是德國學

界常見的研究過程，認為對於資料進行分析，並非由個人單獨執行，而是要求以

一群人進行分析。學界較熟知的紮根理論，其最大特徵即是針對訪談稿進行編碼

（參閱徐宗國 2008；藍佩嘉 2015），而客觀詮釋學的特徵是以分析團體進行研

究，並設定團體分析原則的方法論，更顯示客觀詮釋學在眾多方法中的獨特性。

1  

自 1980年代以來，客觀詮釋學與序列分析在德國社會學領域逐漸散播開來，

在德國，已有許多學者依照客觀詮釋學的方法論要求進行研究，並且運用由該方

法論所開創出的序列分析進行研究，該方法論也逐漸拓展至奧地利與瑞士。2介

紹客觀詮釋學與序列分析的相關書籍與文獻已逐漸增加（Wernet 2009; Ley 2010），

英文的質性研究教科書與文獻也開始介紹該方法論與研究方法（Flick 2014; 

Franzmann 2022; Wernet 2014），而專門介紹 Oevermann 理論概念與介紹客觀詮釋

                                                      
1 1960 年代德國學界逐漸認識在美國由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與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所展開一波新的研究取徑，同時，1970 年代德國興起一波檢討量化研究的風潮，除了思

考美國質性研究在德國的應用外，也反思起德國發展質性研究方法的可能，直至 Fritz Schütze 的

敘說訪談法（Narrative Interview）和 Ulrich Oevermann 客觀詮釋學的出現，才終於讓德國不再只

能應用美國引進的分析方法，是客觀詮釋學對於德國學界的另一個重要性（Flick 2007）。 
2 在該學會網站上已明確標示出，目前歐洲各國運用客觀詮釋學進行研究的學者。請參閱網站: 

https://www.agoh.de/standor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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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派的專書也相繼問世（Becker-Lenz et al. 2016; Garz and Raven 2015），台灣學

界也已有一本專書（黃聖哲 2018）。但是，上述介紹序列分析執行方式的相關文

獻，只專注在原則的分析，鮮少強調序列分析的執行是以團體分析的方式進行為

前提，倘若只是閱讀有關該研究方法的文獻，便會感到難以學習與應用，這也說

明，在創造客觀詮釋學與序列分析的學術環境中，以團體進行分析的研究過程較

為普遍，也似乎把團體分析視為理所當然的分析程序，導致文獻上較少提及分析

團體運作的內容。3  

以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於客觀詮釋學的團體分析模式進行探討，本文首先

說明客觀詮釋學的團體分析程序；其次介紹客觀詮釋學將互動作為分析基礎的學

理觀點；第四部分說明團體分析執行的過程與實際執行時可能遭遇到的困難；最

終，檢討客觀詮釋學以團體分析所欲達到的分析結果，其方法論觀點與實際運作

的差距。在闡述過程中，也介紹團體分析實際運作的情形，作為說明客觀詮釋學

團體分析內容的補充。本文嘗試在實作的面向上檢討其方法論的原則，期待透過

本文對於客觀詮釋學與序列分析的介紹，能為台灣社會學質性研究分析方法提供

另一方法與觀點，並展開新的資料分析視野。 

 

二、客觀詮釋學的分析團體 

團體討論的基本特徵，即是能夠獲取團體成員多方的意見，透過多元的視角

提高理解實踐的品質，以團體討論進行分析的研究方式，在 1950 年代的德國法

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就已經開始進行（Reichert 2013: 13-20）。經過多年的發展，團

體討論不僅僅只是一群人一起討論，而是基於不同的學理基礎，從團體討論的程

序（ gruppendiskussionsverfahren），成為依據方法論基礎執行的分析團體

（interpretationsgruppen）。Reichertz （Allert et al. 2014; Reichertz 2013）概略地將

德國學界分成三個學術傳統：首先是受到紮根理論創立者 Anselm Strauss 所影響

的 Bielefelder/Kassler 傳統（主要學者是 Fritz Schütze 與 Gerhard Riemann），該傳

                                                      
3 根據 Reichertz（2013: 43-44）對於紮根理論的介紹，創始者 Anselm Strauss 在執行分析時，也

是以團體分析的方式進行。另可參閱 Wiener（2007）介紹以團體分析方式執行紮根理論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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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認為，分析團體的任務是要運用各種觀點分析資料，認為分析過程中加入各種

不同的觀點，則能提升研究結果的品質；其次是心理學家 Alfred Lorenzer 和社會

學家 Ulrich Oevermann 的論戰，前者認為團體分析即是運用團體的主觀性對資料

進行分析，分析的材料對於成員所造成的主體性反應，也屬於分析資料的一部分，

必須進行分析，而後者則反對前者對團體主觀性的重視，認為客觀性才是團體分

析所應追求的目標，並且強調分析不應追求大量的觀點，而是追求即便是由不同

背景成員所組成的團體，都能依據分析原則而構成客觀性；最後是 Thomas 

Leithäuser 心理學領域所使用的團體分析，指出分析應關注分析材料如何影響團

體成員的主觀感受。 

由此可知，以團體討論對資料進行詮釋的方式，並非客觀詮釋學獨創，而是

各種分析方法都能以團體方式進行，即便不採用某種特定的質性分析方法，仍然

可以與他人共同討論分析材料。但在各種分析團體的分析操作過程中，客觀詮釋

學的序列分析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徵是制定出嚴謹的團體分析過程（Flick 2007）。

客觀詮釋學所指的客觀，是指分析必須要超越個人主觀的觀點，要求分析團體成

員在遵守分析原則的狀況下進行分析，在分析過程中尋求團體成員對於文本詮釋

的共識，以此構成分析的客觀性。 

在實際執行的分析原則上，Oevermann（2000: 100-104）強調整體性原則

（totalitätsprinzip）與字面義原則（wörtlichkeitsprizip）。整體性原則分為資料的蒐

集和分析兩部分：在資料的蒐集部份，強調研究者要在資料蒐集過程中，將所能

蒐集到的各種細節都記錄下來，如此才能在分析時盡可能地重建個案的行動序列

與所處的脈絡，由此獲得其整體性；在資料分析的部分，則要求分析者在分析過

程必須保持文本的完整性，不得任意擷取文本的片段進行分析。字面義原則是要

求分析者只能針對文本本身進行分析，只能對於所有被記錄下來的語言與非語言

進行分析，其研究範疇僅限於被文本記錄下來的感官特徵，不得以文本相容性任

意猜想文本中未出現的要素。 

客觀詮釋學要求以團體討論的方式進行，其所強調的分析原則，是所有分析

團體成員所應共同遵守的規則，而制定的原則隨著時間的發展，逐漸被更仔細地

描寫。Wernet（2009）更細緻地歸結出序列分析的五項分析原則：一、序列性 



（本文尚待排版與校對） 

（sequenzialität），是序列分析最重要的原則，要求分析的進行必須嚴格跟隨文本

被記錄的過程；二、去脈絡性（kontextfreiheit），要求必須直接針對文本本身進行

分析，避免在分析之初，就使用脈絡對於文本進行詮釋；三、字面義（wörtlichkeit），

要求必須對於文本字斟句酌地詮釋，即使個案的陳述有誤，仍必須對其錯誤進行

詮釋；四、延展性（extensivität），意指分析的同時，要想像並盡可能地窮盡行動

的可能性；五、節省性（sparsamkeit），從眾多的行動可能性中，針對行動者所挑

選的行動之客觀意涵進行詮釋。 

成員對於這五項原則的遵守，都是由分析團體帶領者進行管控，帶領者通常

是熟悉此研究方法的學者們；將資料帶進分析團體的研究者，則不一定熟悉序列

分析，對於這些研究者而言，自己帶來的分析材料在進入團體分析時，就是進入

一套分析程序，等待分析的結果。由於去脈絡性原則的要求，成員在分析時必須

要先面對文本，所以提供材料的研究者，只有在分析一個完整的序列段落後，需

要提供脈絡資料時，才會被詢問相關的資訊。以筆者經驗到實際的團體分析運作

可分為三個步驟來理解：首先，對於一個互動內容進行分析，成員要遵守序列性、

字面義、去脈絡性，此三項原則；第二步驟，即是延展性原則的環節，開始描繪

其他行動的可能及其客觀意義；最後進入節省性原則的步驟，以這些其他可能行

動的客觀意義為基礎，對於個案具體的行動進行詮釋。如此則完成一次一個互動

內容的分析環節，然後再進入下一個互動內容進行分析，如此不斷重複，直到文

本全部分析完畢，並且依據序列性原則，不會在分析的過程中，任意地將分析焦

點在文本裡游移，所以每個段落只會被分析一次。整體而言，序列性、字面義、

去脈絡性，此三項原則是全程都需要遵守的原則，而延展性與節省性原是團體分

析的過程。 

從 Oevermann 到 Wernet 所描繪的分析原則，並不是對於應遵守之準則進行

擴充，也不是某些準則以前不被重視，而現在需要被清楚規定。事實上，如同 Flick

（2014: 456）指出，序列分析的執行就如同藝術作品的製作過程，需要實際參與

操作才能清楚分析的運作模式，研究者很難在閱讀序列分析內容之後就可以執行，

這是該方法被認為最主要的限制之一。因此，Wernet（2009）明確寫出五種原則

的做法，雖然看似簡化了原本 Oevermann 的理論體系與序列分析的操作方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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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該研究方法的使用者角度來看，Wernet 的五項序列分析原則，有利於團體成員

在分析時，有更具體的分析原則可以遵循。 

整體而言，Oevermann 強調研究的執行應立基於方法上的理解（methodische 

verstehen）而非實踐的理解（praktische verstehen）。實踐的理解就如同日常生活

中必要內省的精神運作，是哲學詮釋學的研究題材，但是此種理解容易產生誤解

與詮釋，而且在方法上也無法進行有效性的檢測；方法的理解強調的是對於材料

進行分析，並且能夠進行有效性的檢驗（Oevermann 2008: 146）。客觀詮釋學透

過序列分析原則與以團體進行分析的要求，塑造以研究方法理解現象的操作過程。

當研究者將文本帶至分析團體時，團體成員依據分析原則，進入分析與理解該文

本的過程當中，也因此可能會出現完全不同於研究者預測的分析結果。4 

 

三、互動序列作為分析的基礎 

1970 年代 Ulrich Oevermann 執行有關家庭互動的研究，隨著科技的進步，

訪談員從手寫筆記、錄音與攝影，逐步的詳細記錄家庭內的互動。在這當中，如

何分析大量成員互動記錄便成為了一道難題；在現有的重要資料中，如何透過分

析而能結構性地掌握某種現象，並同時展現個案的特殊性，成為分析資料的重點

（Franzmann 2022: 172）。Oevermann 也就以探究家庭成員的互動作為他後續逐

步構築客觀詮釋學與序列分析的起點（Flick 2014: 452）。 

客觀詮釋學的「序列」概念，指的是事件發生的順序，而非因果關係，互動

序列所指的是互動過程具體內容的發生順序。Oevermann 將互動規則類比為數學

的演算法，認為互動的過程是所有參與者共同進入一個互動的規則之內，因此，

互動被假定為由其潛在的社會行動規則所創發，互動應被視為一個整體，而不是

單個行動的組合；單個行動是互動的抽象形式，仍必需放在互動的架構下分析

（Oevermann 1999: 78）。但此規則並非僵化，每當互動參與者決定要產生何種具

                                                      
4 Oevermann（1996）在他將分析貝克特的劇作《終局》（Endspiel）作為說明序列分析的案例

時，也提到經過序列分析出來的結果，和他本人的預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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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行動，規則將可能隨之改變，就如 Mead（1962[1934]: 177）論及的「主我」（I）

具有自由且創新的特性，在互動過程中的每個序列節點，個體該節點所作出的反

應，都有可能導致互動所依循的規則內容有所改變，同時也開啟互動內容的多樣

性。Oevermann 將行動者的行動指稱為「生活實踐」（lebenspraxis），強調在各種

行動規則的可能性之中，行動主體實際上挑選了某一行動，也就是該個體所做出

的「決定」（entscheidung），但此種決定並非如韋伯的工具理性或理性選擇理論所

假設的，人們在決定之前進行的精密計算（Weber 2005: 17）。因為在日常生活的

實踐中，許多決定並非經過有意識的思考，因此，我們無法假設個體先有主觀的

決定，然後才進行互動。 

意義發生的規則（bedeutungserzeugende regel），與在意義發生規則中，行動

者實踐具體行動內容時的決定。Oevermann（1995）將此兩者視為探討日常生活

實踐序列的基本參數，這是分析生活實踐的方法，也構成客觀詮釋學論述與分析

現象時的主要架構。規則就如同演算法的運作，是各種合乎意義邏輯可能的連接

（Oevermann 1995: 41）；而社會也已經對各種規則的路徑賦予既定的意涵，並非

純粹的中性。在此架構下，行動者進行互動之前，有關該情境中互動所具有的條

件與規則，以及所包含的社會意義，皆已存在。 

個人具體的生活實踐的決定，是各種行動要素的總和，包含一般社會學所指

稱的動機、觀點、世界觀、心態、個人價值和個人習慣所展現出來的形式

（Oevermann 2000: 65）。在此規則與生活實踐決定的觀點下，個人所採取的互動

行為不是個人行動的相互對接，也不是個人依照自己依據對方的期待而做出的行

動，而是由規則所導引的行動（regelgeleitete handeln）（Oevermann 1995: 43）。

Oevermann（1995: 75）認為，無論是個人有關互動中，自我與他者間的相互詮釋

與預測，5或是互動雙方在各種不確定性中努力使彼此觀點交疊的試探，6都必須

是以既存的相互性規則為基礎，而實際的互動便是此種相互性結構的展現。 

                                                      
5 Oevermann 所談到有關互動中自我與他者間的相互詮釋與預測，指的是 Habermas（1981: 28-29）

討論自我與他者間錯誤的相互預測，導致失敗的溝通，但同時可能造成一個新的互動規則；這部

分的討論也可參考，互動過程中角色取替能力的運用(role-taking)的論述（Geulen 1982: 53-54）。 
6 Oevermann 在此指的是 Parsons 與 Luhmann 談論的雙重偶連性（doppelte kontingenz），可參閱

Parsons（1962:16）與 Luhmann（198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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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是在互動序列節點的決定中沿襲或被創造，因此規則並非靜態與固定不

變，大多個案做出的選擇，往往已被社會規範、標準化或僅僅是生活的常規所預

先決定，我們無法認定個案是有意識地選擇了該行動，而只能預先假設個案的行

動可能是有意識地選擇，或可能只是依循個人慣習、日常生活常規或社會規範，

但這同時也構成個體實踐的多樣性（Oevermann 1999: 80）。無法確定的是，行動

者是否知覺到自身所能執行的各種行動，並在該情況下挑選了某一具體行動？因

此，無論是行動者主觀或無意識下的選擇，行動本身都展現出眾多互動可能性規

則的其中一種，並且在互動的強制性下，行動是被要求立即挑選和執行的。7行動

者做出的反應，更有可能是依循社會規範或是個體的慣習（habitus）而來，這也

代表各種行動被挑選的機率並非相等，在一般情況下，某些行動會被行動者優先

挑選，互動者間的行動，會被彼此的相互性所導引，而執行分析的重點，就是把

這些個體決定的節點，重新建構出來，作為理解情境中各種實踐的基準。 

客觀詮釋學強調行動的序列，並也因此將其發展出的研究方法稱之為序列分

析（Sequenzanalyse）。分析過程中的序列性原則，是成員最要遵守的原則，其主

要內容是來自於客觀詮釋學吸取了 G. H. Mead 對於行動意義的順序與意義的論

述，即「意義的機制在社會行動中出現。第二個機體的行動或調整的反應，會給

予第一個機體的姿勢所具有的意義。」（Mead 1962: 77-18）因此，在探討互動客

觀意義的實際分析上，必須依照互動的發生順序進行分析，將行動置於整個互動

序列過程，及所有行動的可能性之中進行詮釋。互動發生的先後順序必須被清楚

地記錄，過程中詞句與手勢的使用、口語音調、眼神等非語言的溝通都需要被記

錄下來，然後才開始進行分析。在分析過程中，也必須照著已被記錄下的行動序

列，不可將文本依照研究者的意願「只把重要的零件拆卸 （auszuschlachten）」 

（Wernet 2009: 27），因此，研究者被要求只能照著互動的序列進行分析，不可在

文本之中來回遊走，也不可只挑選研究者認為重要的部分進行詮釋（Wernet 2009: 

28）。要求分析者緊貼著文本的序列進行分析，可以理解個案實踐的過程如何逐

                                                      
7 Kieserling（1999: 67）在系統理論的背景下將互動定義為「此時此地的溝通（kommunikation unter 

anwesenheit）」，將互動定義為互動者皆在場並可以相互感知，強調互動的在場性（anwesenheit）

的同時，也指出互動相對於寫信、互相傳訊息等書寫溝通的方式擁有較少的反思空間（請參閱

Maiwald & Sürig 2018: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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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產生意義，並對於個案主觀意義與實踐的社會客觀意義進行比較與分析。 

但序列性原則是最困難遵守的原則，分析過程要求成員不得破壞文本的序列，

也不能在文本之間遊走，但例如在分析訪談稿的過程時，當需要分析有關「個案

為什麼這麼說？」或「個案為什麼這麼想？」的時候，成員會直覺地翻閱到後續

的訪談中尋找答案，此種做法忽略了正在被分析的行動序列，也誤認了個案的說

法就是分析所追尋的結果，容易陷入分析僅僅是尋找研究者想要的答案。此外，

分析時不應預設行動者有完整的思考體系，並且依此體系做出所有的行動。客觀

詮釋學認為，行動者在現實生活中的實踐未必是經過思考的，而且經常是跟隨由

相互性所導引的互動規則，以及情境所造成的強制性所產生的行動。也因此，遵

守序列性原則的要求，除了強調行動者經驗到的情境與決策過程也具有序列性之

外，也強調成員要跟隨所經驗到的情境與決策的過程進行分析，同時在分析過程

中，萃取出該情境中相互性所導引的互動規則。 

Oevemann 認為分析不只應追求個案主體的觀點，而是要分析出個案行動的

客觀意義。他延續了 Mead（1962: 75-76）對於「意義」（meaning）的論述，即意

義的產生是在行動與行動之間的範圍內產生，而單個行動的意義是由下一個行動

所界定。Oevermann 認為 Weber 在強調經驗和意義關聯時，即主觀意義關聯

（gemeinter sinnzusammenhang）和情感關聯（gefühlszusammenhang）的同時

（Weber 2005: 4），忽略了客觀意義的作用（Oevermann 2000: 68），而正是這些

客觀意義的作用構成了互動規則，並在具體的互動中展現出來。這也使得客觀詮

釋學專注於分析行動者具體的互動，並重建出其客觀意義結構的作用，被稱為「潛

在的意義結構（latente sinnstruktur）」。以分析逐字稿為例，則是強調理解個案陳

述內容之外，也要理解其陳述內容的客觀意涵。 

Oevermann（2002: 6）認為社會科學主要研究的是看不到的抽象事物，與自

然科學的研究有著極大的不同，作為經驗科學研究者，我們所看到的是來自意義

建構世界（die sinnstrukturierte welt）的心理、社會與文化的具體現象，研究者也

在此世界中具體化自身的生活實踐，基於這樣的建構論前提，我們得以理解具體

行動所構成的抽象意義。行動與行動之間所構築的意義，具有其客觀性，因此行

動者依據互動規則所做出具體實踐的客觀意義，也能夠透過分析被理解。簡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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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詮釋學要求分析必須以團體討論的方式進行，主要在於尋求成員分析個案行

動客觀意義的共識。  

 

四、序列分析團體的原則與實作 

有關以團體進行分析的要求，在介紹序列分析的文獻中皆有提及（Flick 2014; 

Kleemann et al. 2009; Wernet 2009, 2014；黃聖哲 2018），但多數卻著重說明分析

團體成員所應遵守的分析原則，甚少介紹或討論到分析團體的運作狀況，如成員

的組成或執行分析的次數。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介紹團體分析運作過程，補充

介紹序列分析文獻的不足，也以實際運作模式對於方法論進行反思。 

（一）成員構成的基礎 

以團體進行分析，最直接的提問就是：團體之中應該要有幾位成員？而成員

需要甚麼樣的學術背景？針對這兩個有關實際執行狀況的提問，客觀詮釋學沒有

給出量化式的回答，而是根據客觀詮釋學的觀點，認為分析團體中成員之間的相

互論辯，是分析時最重要的核心，必須保持各種分析各種可能性的討論狀態；同

時，成員人數不是分析團體首要關心的，而是團體的成員是否有一定的人文社會

科學學科的訓練背景、語言的敏感度和邏輯思考能力，僅有心智尚未成熟與無法

承受分析過程的人員應該被排除，並且希望團體成員的整體經驗能夠盡可能地多

元豐富，這將有助於設想文本內容的其他可能性，心態上已經準備好加入團體中

的系統性的爭論（Oevermann et al. 1976: 393）。 

在成員學術背景的部分，客觀詮釋學認為詮釋的有效性，是立基於分析團體

遵循序列分析的分析程序，而不是透過成員的個人經驗或是團體內的多數意見所

保證。成員的特殊性會被團體分析過程所掌控與平衡（Oevermann et al. 1979: 393）。

即便不同成員各有著不同的經驗與學科訓練背景，但對於分析的結果並不會帶來

影響，因為分析的有效性並不是來自團體成員本身，也不是成員對於文本內容的

知識，或是對於生活世界的熟悉程度。簡言之，成員的背景提供的僅僅是分析過

程詮釋的各種可能性（Wernet 200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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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人數和成員背景的提問，客觀詮釋學並沒有數據式的答案，但在實際的

操作上，就以「團體」一詞而言，已經預設了要三人以上。在沒有要求或建議人

數的狀況下，當成員人數過多時，討論的狀態經常只侷限於團體帶領人和幾位成

員的對談，因此團體分析，非常要求成員的投入，才能達成以成員共識為基礎的

客觀性分析。針對成員的背景，客觀詮釋學認為成員僅受過人文科學的訓練即可，

但實際情況則是，不清楚客觀詮釋學分析原則的成員，經常在過程中針對分析原

則進行提問，而團體帶領者經常要花費時間重複說明分析原則，這經常導致分析

的中斷，同時也增加分析的整體時間，因此，為了讓團體分析所進行的論辯更能

夠聚焦，成員對於序列分析的分析原則也需具備一定程度的了解，甚至學習過客

觀詮釋學和序列分析，即便學理上並沒有強調。 

Reichertz（2013: 29）指出干擾團體進行的成員（querulant）是團體分析最大

的缺點，但 Reichertz 並沒有描繪此種成員的特徵。事實上，團體中經常會出現

不斷質疑分析過程與結論的成員，或長時間陳述個人意見與經驗。Allert 則認為，

此種成員能夠刺激其他成員的思考，並提升分析的多樣性 （Allert et al. 2014: 301）。

成員個人的經驗是拓展分析視野很好的案例，可與正在分析的文本段落進行對比，

但也會有成員不斷分享自己的意見與抒發情感，直接影響到分析的走向，此種成

員通常對於序列分析原則並不熟悉，需要團體帶領者特別對他說明分析原則，而

這經常也是導致團體分析時間過長的主要原因。 

團體帶領者是團體分析最重要的角色。紮根理論創立者 Anselm Strauss 在帶

領團體分析進行分析時，認為帶領人最重要的是提供成員一個考驗自己想法的自

由空間，使成員敢於嘗試各種不同想法，成員在參加分析團體時，能夠感受到平

衡的關係狀態，帶領者實際上是扮演主持人的角色（請參閱 Reichertz 2013: 43-

44）。在分析團體中有帶領者、分析者（將分析材料帶至分析團體的人）、模仿訪

談者與受訪者的成員、一般參與的成員等四到五個主要角色，其中又以團體帶領

者的角色尤其重要，他要掌握分析的進度、團體內的氣氛、對於分析進行提問、

提出質疑，確保分析過程符合序列分析的原則，也因此經常是教授或老師擔任之，

但也會出現直接或間接對於成員較強烈的糾正與指責，影響團體運作的氛圍

（Reichertz 2013: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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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序列分析的運作與干擾元素 

一般而言，分析團體內需有一位帶領者，負責確保成員在分析過程遵守序列

分析的原則，並逐步推進分析進度。研究者負責將分析材料帶至團體中，他通常

不會是帶領者，其主要任務是在分析開始前，說明該研究的動機與問題。分析的

文本如果是訪談稿，其內容是訪談者與受訪者的問答記錄，則可以另外安排兩位

成員模擬當時的訪談狀況，將有利於分析音調、眼神、身體姿勢等非口語表達的

部分。分析一開始會由研究者介紹研究問題，說明帶來的分析材料。模擬訪談情

境開始後，會由帶領者指示停止模擬，通常會在文本中一句話（出現句號時停止）

或是一個互動完結時停止，然後進行分析。 

客觀詮釋學的「客觀」是基於成員間的論辯過程中，尋求行動結構規則的共

識所構成，透過成員間思考的激盪與互相討論、辯論，勾勒出分析片段的各種可

能性與歸結出個案具體實踐的社會意涵，也據此構成分析的有效性。其具體的執

行過程是先進行延展性原則，然後再進行節省性原則。延展性原則，是對於分析

的段落描繪其所有可能的行動序列，如同腦力激盪一般窮盡在該互動情境下所有

可能的行動；這時，以團體進行分析的優勢便從中展現出來，因為成員們會不斷

地提出行動的各種可能，或想像最一般到最極端的行動內容，然後探討各種內容

的社會意涵（Wernet 2009: 32-38）。隨後進入節省性的步驟，在已經列出的各種

互動可能性之中，對於行動者所挑選的具體行動進行詮釋。概括而言，從延展性

原則到節省性原則，類似於一開一合的分析過程，以個案具體的實踐作為基礎，

透過團體成員的腦力激盪窮盡行動的可能，再以各種行動的社會客觀意義為基準，

歸結出個案具體實踐的社會意涵與意義。此過程如以團體方式進行，除了更能夠

窮盡行動的各種可能性之外，透過成員間的辯論，也確立其行動的社會客觀意義，

同時在對於行動的客觀意涵進行詮釋所產生的辯論，也碰觸到個案行動本身以及

分析團體成員所乘載的文化意涵，進一步地開展其他延伸的討論議題。 

在執行節省性原則的過程中，成員間相互對於各自詮釋內容的論辯是持續發

生的（Kleemann et al. 2009: 124），針對此過程，在有關該方法論的介紹專書或是

研究文獻都甚少提及，會讓人誤以為分析過程是平和順暢的，且成員彼此之間都

同意所討論的詮釋內容。實際狀況則是，尋求共識過程是需要長時間與高強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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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辯。由於對於每一個文本的細節必須進行論辯，所以要花費大量時間。一般狀

況下，研究者選取到能夠解釋所要探討現象的有效文本，都能夠使分析團體順利

運作直至分析結束。但仍有以下三種狀況，會導致分析停止與宣告分析失敗：首

先，分析過程中發覺該分析文本不屬於該現象，即分析過程無法使成員逐步理解

所要探討的現象，這說明研究者蒐集到錯誤的個案；其次，正在被分析的文本無

法有效地展現出探討現象的實際內容，而正在被分析的文本無法代表其現象，那

麼也沒有分析的必要，因為文本的有效性已經喪失；最終，分析文本的結果是否

能夠歸結出一個概念來指涉該文本，即勾勒出行動者的行動邏輯，若該文本的分

析無助於我們理解現象，則宣告分析失敗。 

參加分析團體的成員，經常會因為不熟悉序列分析原則，而需要帶領者提醒。

例如序列性原則強調分析必須緊貼文本的序列，不可隨意提取文本內容，但這卻

是成員最容易違反的原則。在分析團體開始之前，研究者會發給成員分析文本，

而成員往往隨即開始閱讀文本內容，不依照文本的序列進行分析，而直接翻閱至

後面的內容進行論證，違反序列性原則。就以訪談稿分析而言，個案的論述有時

會出現前後不盡一致的內容，同樣的提問也會給出不一樣的答案，此時，成員經

常會因為已經在分析開始前閱讀完訪談稿，而在分析時急於統整、證明或糾錯個

案的說法，直接探看後續的個案論述，如此破壞了序列性原則，導致分析團體不

僅無法隨著個案的論述進行分析，也陷入只討論哪個陳述才是個案真正的想法，

而忘卻客觀詮釋學追求理解行動客觀意義的基本立場。這時，帶領者就必須制止

成員的論述，而重新回到原本的分析文本序列。違反字面義原則的狀況也容易發

生，該原則要求只能對於被捕捉到的線索進行分析，分析過程專注於「個案說了

甚麼，而非其實他也許想要這麼說」（Wernet 2014: 241）。實際狀況經常是成員猜

想行動者的動機，當分析成員說出「我覺得他想講的是」、「我認為他的意思是」，

這就是違反此項原則的前兆，這時帶領者通常會要求成員透過文本內容進行論證，

如果成員無法透過文本內容證明其觀點，則被視為猜想，無須繼續討論。  

Reichertz（2013: 29）指出只要是以團體進行分析，就可能導致分析的時間

過長、團體中有不斷干擾團體進行的成員、帶領者要考思考如何帶領當前的分析

團體、並適當發揮自己的功能，這些都是團體分析執行時會面臨的現場狀況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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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缺點。分析時間過長幾乎是團體分析無法避免的狀況，序列分析在進行延展

性原則時，即對於行動其他的可能性進行想像，通常需要長時間進行；而後續的

節省性原則，即確定行動的客觀意義也需要長時間的討論。然而，為了儘快結束

分析過程，而過快地總結其分析出的客觀意涵，忽視了正在爭辯的內容，這也被

客觀詮釋學視為分析的主要障礙。 

 

五、作為「序列性的分析」新取徑的嘗試及其困難 

綜觀而言，許多質性研究分析方法，皆強調分析資料內容的時間發展順序，

被歸類於序列性的分析一起進行討論，如對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論

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敘述分析（Narrative Analysis）（Flick 2007; Maiwald 

2005）。各種分析方法有各自的分析面向與目標，Maiwald（2005）將對話分析、

客觀詮釋學與知識的詮釋社會學（hermeneutic sociology of knowledge：以下簡稱 

HSK）進行比較，對話分析專注於日常生活溝通如何運作，像是對話如何開啟與

結束、話輪轉換（turn-taking）的過程，較常運用在研究笑話、講道或八卦的溝通

文體（communicative genres）；HSK 強調要理解行動者的主體觀點，行動者的實

踐被理解為詮釋的實踐，因而理解其意向性成為分析的首要任務；客觀詮釋學則

是在分析具體的行動者實踐中，重建出其行動/互動的規則，並期待挖掘出互動

規則的客觀意涵。  

客觀詮釋學認為行動者具體做出的行動、說話的方式、姿勢的運用、人與人

之間互動的模式，包含一個人或一群人對於事物進行討論的方式，這些由人們所

展現出來的各種行動都是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而且個人對於社會真實的主觀知

覺也都必然受到意義文化系統的框架作用（Flick 2007: 35）。簡言之，人類的行

動受到社會文化結構的作用，所以要理解行動者為何產生出該行動，就必須先針

對行動本身進行研究，由其具體的「痕跡」出發，如各種文本（互動序列的記錄、

訪問的記錄、觀察的記錄、傳記性的文獻，回憶錄等）。因為「社會行動的結構

邏輯」是抽象的、無法被感官感知的，只能透過語言性的概念進行抽象的重新建

構。所以客觀詮釋學對於潛在意義的追求，是從細微的各種行動要素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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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仔細地分析個案的所有行動內容，重視個案的特殊性，並透過分析個案具體

的實踐，而能夠推導出社會文化的結構，展現在序列分析的字面義原則與去脈絡

性原則。 

字面義原則在本文前段已有介紹，不再贅述。去脈絡性原則強調的是，避免

研究者運用對於脈絡已知的知識進行詮釋，導致文本僅是知識的複製，分析僅僅

成為知識的循環。然而，這並非否定脈絡的重要性，而是在執行研究的過程中，

對於個案要「先執行一個獨立於脈絡之外的意義解釋」（Wernet 2009, 22），由此

顯現個案自身的特殊性。跟隨互動序列進行分析的方式，可以區分出分析文本與

分析脈絡兩種分析途徑。序列分析要求研究者必須先對於文本進行分析，對於文

本所處的脈絡要有人工造作的無知（künstliche naivität），意即成員必須假設自

己對文本脈絡毫無所知，才能對於各種細節進行提問，得以使個案的獨特性突顯

出來，避免其特殊性淹沒在脈絡之中。文本所處的脈絡，是在個案被完整分析後，

才需要被納入分析的要素（Wernet 2009: 23; Ley 2010: 15）。以此互動為例：「媽

咪，我甚麼時候才有東西可以吃？我好餓。」（Oevermann 1981: 13）如果遵守去

脈絡性原則，會先注意到字詞本身的使用，呈現出這位對著媽媽說話的人，是想

要取得食物的人，且關注到那個人缺乏能力與無法取得食物的狀況。 

去脈絡性原則即是要避免分析者過早將脈絡納入分析之中，對於上述的例子，

如果分析就先關注到互動發生的脈絡，那麼會注意到的是：說話者是六歲的男孩，

在全家人吃晚餐的時候說出這樣的陳述，同時桌上已經有麵包、肉片、奶油、番

茄，每個人都可以自己開動，小男孩只需要塗些東西在自己的麵包上就可以了，

但是不知道甚麼原因，他還沒開始吃，而是催促著媽媽，問甚麼時候才有東西吃。

以上的分析已經將說話者取得食物的能力被忽略，而僅僅考慮到他為何不願意自

己動手取得食物（Wernet 2009: 22）。 

序列分析的字面義、去脈絡性原則，再加上序列性原則的要求，展現序列分

析認為分析首重文本內容，才能展現個案的特殊性，在團體分析的當下是成員必

須遵守的原則。在此要強調的是，去脈絡性原則指的是，分析的第一層次要注重

個案的特殊性，但是在分析之後，必須要把個案置回脈絡之中，也就是如何在獲

得分析結論之後，再與社會結構進行連結，這考驗研究者本身的學識深度，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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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詬病為序列分析最難以學習的部分；事實上，在進行延展性原則時，成員需

要不斷聯想各種行動的可能性時，就已經考驗了分析團體成員個人日常生活經驗

的廣度，但是這部分在介紹序列分析時卻鮮少提到；另外在分析的結果到個案現

象與社會結構的連結，對於剛接觸序列分析的研究者而言，甚至可以感受到一個

跳耀的過程。 

以 Wohlrab-Sahr（1999a: 52-53）研究 Ayse Simit 的改變宗教信仰歷程為例。

作者在分析個案家庭狀況時，關注到個案的父親因為共產黨的背景被關押於

Auschwitz 集中營，但由於具有釣魚的專業，得以離開集中營到鎮上工作，在此

期間，結識了個案的母親。當訪談問及父母相遇的情況時，個案僅簡要提及父母

在結婚之前並無頻繁的聯繫。透過分析注意到，個案以描述家庭背景的內容與一

般人相同，也就是父親的形象就如同單位主管般管理家庭，但對於父母相遇的方

式，無法提供更多的細節。Wohlrab-Sahr 在執行去脈絡原則之後，把個案置於脈

絡之中，針對其父母在結婚之前沒有太多接觸的部分，扣連到當時的時代背景：

在父母結婚之後，個案於 1943 年出生，而 1944 年夏天該鎮的集中營，每日有約

兩萬名猶太人被謀殺與焚燒，個案父親在此之前，因為具有釣魚專長而能離開集

中營。而組建家庭、具有父親身份，會使自己有繼續存活的正當性，可證明父母

並非基於互相愛慕而婚姻，而是以生存為目的的婚姻關係，這也才能解釋其父母

在結婚之前為何不常接觸。去脈絡性原則之後的分析程序，是將分析個案置回脈

絡之中進行詮釋，這在序列分析的文獻中似乎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過程，並沒有被

詳細闡述，但個案特徵與脈絡的連結，需依賴團體成員的個人學識經驗與歷史背

景知識，才能夠在文本分析的反覆推敲之中，將分析的具體內容扣連到社會結構

的作用。 

另外一個依賴成員學識經驗的部分，則是在延展性原則的步驟。Wohlrab-Sahr

（1999a: 54）分析 Ayse Simit 在個人成長過程中，面對自己的家庭、國家與信仰

認同所可能的選擇。作者使用延展性原則對其個案可能的行動進行聯想，歸結出

五種可能的選擇：個案比父母親更熱衷於政治、逐漸地淡化自己的政治傾向、加

入一個新的共同體組織（天主教教會）、追隨 1968 年學運思潮用以處理自己與父

母的關係、在柏林圍牆蓋好之前逃到西柏林。以上五種可能的選擇，是個案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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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我認同、宗教信仰轉變的可能做法與時刻。最終，Asye Simit 信仰伊斯蘭教，

在 1961年柏林圍牆蓋好之後逃到西柏林，與土耳其人結婚，並改名為Rosa Prinz。

Wohlrab-Sahr 在文章中呈現此延展性原則的自由聯想過程，要窮盡各種選擇的可

能，依賴的是團體成員在討論過程中進行各種論述的嘗試。這也是本文針對團體

成員的學術背景，是否影響分析過程與結果的提問，上述的五種可能的選擇，是

否會因為成員組成的不同，而構想出更多或更少的選擇。運用序列分析的研究論

文，並不會將此步驟寫入文章中，因為此步驟僅是資料分析過程的其中之一，而

Wohlrab-Sahr 在此部分的描述，則是概要的呈現出團體分析在進行延展性原則時，

所要進行的分析過程。也因為介紹序列分析的文章，並不會描述這些執行分析的

細節，使讀者難以透過文獻窺探團體運作過程，導致研究者難以在沒有實際體驗

的狀況下，學習與討論序列分析的執行方式。 

Wohlrab-Sahr（1999a）透過分析 Simit 的改宗（conversion）歷程，展現出改

變宗教信仰不僅是宗教認同的改變，也是作為個人生命問題的解決方式，在其中

包含了斷裂與連續兩個部分：個案以信仰伊斯蘭教的方式，造就出生命的斷裂，

試圖讓自己從認同的困境中跳脫出來（自己和父母的共產思想、在奧許維茲出生、

父親曾被關入集中營）；改宗卻並非生命的完全斷裂，當訪談問及信仰伊斯蘭教

後的改變時，Simit 表示並沒有什麼巨大的改變，只是敬畏與崇拜的那個人換成

了神，也清楚地知道神和人是完全不同的事物，但卻認為其作用是一樣的

（Wohlrab-Sahr 1999a: 60）。Wohlrab-Sahr（1999a: 67）的分析指出，個案在意識

形態層次上產生差異但結構-慣習層次上（strukturell-habituelle ebene）則是保持

原有的連續性，即延續自己原本面對政治系統的慣習，用以面對現在的信仰認同，

直接以宗教信仰取代原本的政治系統，將神視為統治者。說明個案改變宗教信仰，

並非純粹地期待生命產生斷裂並重生，而有以此延續自己慣習的特徵。8   

序列分析的執行過程，經常會特別注意到個案的主觀意義和客觀條件不一致

之處。就如同 Simit 已經改變宗教信仰，卻在主觀意義上認定並沒有任何轉變時，

會在分析時被特別注意，並且進行詮釋。此種類似於對照或是比對的分析技藝，

經常在序列分析過程中展現。在遵守分析原則的前提下，比對個案前後陳述的不

                                                      
8 有關該個案分析的介紹也可參閱 Jindra and Jindra（2003: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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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之處、主觀意義和客觀意義的差異，甚或是陳述內容與非語言溝通之間所展

現意涵的差異，而客觀詮釋學所強調的客觀意義，似乎就是在這種比對的過程中

更容易被發掘出來，這也說明為何以腦力激盪方式進行的延展性原則，是序列分

析的重要步驟，並且序列分析要求必須以團體進行的原因，因為這些都是盡可能

地造就各種比對的條件。但是，尋找重要的分析線索，也依賴著分析者對於該議

題、田野領域與訪談內容的敏感度，在哪個文本段落必須讓分析團體停下來，仔

細思索和詮釋，考驗著所有團體成員的分析直覺。 

在實際經驗序列分析的團體分析過程，團體分析開始是對於文本內容進行分

析，對於文本進行詳細地分析，成員要避免違反分析原則，但是在延展性原則的

環節，成員開始自由聯想，以及在去脈絡性原則後，將文本扣連到社會文化脈絡

時，極度依賴成員的生活經驗與學識深度。總結而言，客觀詮釋學認為團體分析

成員遵守分析原則，則能獲得分析成果，但是實際上成員的個人條件是否真的對

於分析結果毫無影響，是客觀詮釋學需要探究的問題。 

 

六、結語：以分析團體為基礎的序列分析多元應用 

在分析材料的層次上，客觀詮釋學認為對於真實世界的捕捉，是透過文本的

記錄而展現出來，並被進一步加以分析（Wernet 2009: 12）。這使得日常生活中的

互動，乃至於畫作、建築物與日常生活的事物，都可以透過記錄而成為分析材料，

並透過序列分析方法進行研究（Reichertz 2010: 290）。對於研究者而言，實際分

析的執行步驟，僅僅是將文本帶至分析團體中進行分析，便可獲得一定程度的分

析結果，也因此序列分析更容易運用在各種質性材料的分析上，如訪談稿（Loer 

2021）、書信文件（Jansen 2006）、個人傳記（Garz 2007）、錄影影像（Loer 2010）、

建築形式（Schmidtke 2008）、藝術作品本身或藝術品導覽（黃聖哲 2010）以及

其他口語與非口語的分析材料（Franzmann et al. edited 2023）。目前在台灣主要是

碩士論文嘗試運用序列分析法，針對各種主題的訪談稿進行分析（溫士朋 2021；

江珮慈 2013；邱秋雲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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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客觀詮釋學相當適用於生命歷程的相關議題研究，透過序列分析重建

行動者的生命決策歷程，挖掘出決策背後的社會規則結構，探索行動者在遭遇到

生命節點迫使做出決定時，如何在眾多可能性之中做出決定，以及如何對於自身

的決定給予合理的解釋。9就以運用序列分析對宗教議題進行研究的社會學學者

而言，則主要是探討個人或家族改變宗教信仰歷程的相關議題（Gärtner 2018, 

2022; Wohlrab-Sahr 1999a, 1999b）。根據上述序列分析的實際應用，也同時勾勒

出客觀詮釋學發展的兩種趨勢，其一是將客觀詮釋學作為一個理論體系與其他學

科領域進行對話（Allert 2002; Garz and Raven 2017; Twardella 2016）；其二是將序

列分析研究方法帶到不同的議題與社會現象中，對於分析的材料進行序列分析

（Oevermann et al. 1994; Oevermann & Leber 1994），就具體的社會學次領域而言，

較常應用在探討家庭互動（Oevermann et al. 1979, Maiwald 2018）、教育與教學領

域（Schumann 2019; Pollmanns 2023）與宗教社會學議題（Gärtner 2018, 2019, 2022; 

Gärtner and Ergi 2012）。 

序列分析在德國實際的運作方式，則是研究者可以在由 Ulrich Oevermann 所

創辦的文化與社會詮釋研究中心（IHSK）10 的網站上登記時間，然後將自己需

要分析的材料依時間帶至指定的研究室進行分析。訪談稿、觀察記錄都曾經是分

析團體的材料，也包含師生互動的記錄、政治家的演講稿、兒童的畫作、家庭內

互動的記錄等，研究者也來自各種不同領域，證明該研究方法具有跨學科的應用

性。目前的團體分析，大多由 Oevermann 的弟子們帶領，他們深入了解序列分析

的原則，可以順利地帶領分析團體運作，並同時也可以扮演重要的分析成員。但

如同本文所提到的，序列分析過程一方面是依賴對於分析原則的熟悉；另一方面，

在執行延展性原則時，仰賴團體成員的生命經驗廣度，在去脈絡性原則結束，將

分析結要扣連到社會文化脈絡時，則需要倚靠成員的學術深度。本文試圖探討，

在學習與使用序列分析時，事實上需要先考量到團體帶領者對於分析原則的掌握

程度，還有分析團體成員的個人經驗與學術知識，而這些是客觀詮釋學方法論本

                                                      
9 這部分牽涉到 Oevermann 的行動理論與宗教社會學的基本觀點，中文部分可參閱黃聖哲的文

章（2016; 2023）。 
10 該研究中心的網址為 https://www.ihsk.de。在台灣雖然沒有如 Oevermann 所創辦的 IHSK 提供

學界進行序列分析的平台，但筆者仍期待透過對於該方法的介紹，也能夠協助社會科學研究者更

順利的進行研究，並期待開拓新的研究視野，作為台灣社會學者們執行質性的研究時，另一種可

參考與使用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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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沒有涉及到的，再加上以團體討論的方式進行分析，已是德國社會科學界文化

的一部分，對於團體運作有一定的基礎，也使得該方法在不同文化的使用上，是

否有其困難，則需要針對方法論學理基礎與實際運作現況之間的差距進行探討。 

本文介紹客觀詮釋學的基本概念與其所創發出的序列分析，對於台灣社會科

學界的質性研究方法，有三種可能的貢獻與啟發：（1）運用序列分析時，要求依

循研究方法原則，並採用團體論證的方式，透過分析團體成員之間的討論與論辯，

挖掘出互動的客觀意涵，也從建立詮釋上的客觀性，即便是研究者的意見，也會

被其他分析團體成員提出論辯，考驗其分析的有效性。因此，經由分析團體所得

出的分析結論，避免了研究者主觀的詮釋與獨自分析造成的偏誤，也確保對於資

料分析的客觀性（Jindra and Jindra 2003）；（2）客觀詮釋學對於文本概念的擴展

與序列分析的分析過程，使得序列分析具有多領域的適用性，即便是對於異文化

的田野調查，也都能夠在研究者進行資料蒐集之後，對於該資料進行序列分析；

11（3）客觀詮釋學認為個案的行動是受到社會文化結構的作用，且透過分析個案，

除了歸結出個案的行動模式外，也能推導出該文化或情境下的一般性行動邏輯，

或以客觀詮釋學的用詞「個案概化與一般性推論」，即從對於個案的分析推論出

社會文化的結構（Oevermann 1983: 234）。對於個案進行分析，然後基於從個案

分析出的一般性規則，再推論到其他的個案，但在此之前，透過文本分析萃取出

一般性規則，是進行序列分析所要達成的初步目標。12 

除了在學術研究的貢獻外，序列分析的使用還具有研究與教學並進的特長。

在台灣的研究執行過程，似乎較常是研究者獨自對分析材料（訪談稿、觀察筆記）

進行分析、思考受訪者的陳述內容與研究本身以及理論的關聯，而序列分析要求

以團體進行分析，除了是依據本文談到的客觀詮釋學的方法論基礎外，將分析材

料帶至分析團體與所有成員一起分析，有助於成員對於探索議題的討論，並且分

析的過程比個人獨自分析更仔細，甚至可能觸及研究者本身未預期到的議題；同

                                                      
11 實際的研究請參閱 Oevermann （2008），在該研究中，Oevermann 討論了客觀詮釋學對於分

析異文化現象的理論基礎，其中包含文本的翻譯與研究者認識該異文化程度多寡在方法論上的

問題。 
12 相關的研究可參閱 Allert（2010）對於納粹德國時期希特勒問候禮（hitlergruß）的考察，他從

蒐集到有關該問候禮的歷史資料中，描述該問候禮如何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互動，並更進一步地

造就德國人的漠不關心的態度。也可同時參閱 Loer（2007）對於此書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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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序列分析原則的規範下進行一次團體分析後，已能提供一定程度的研究成

果，這讓研究者在團體分析的過程中即能掌握到研究對象，而不致陷入面對資料

的無助之中，有助於研究者快速掌握新的社會現象，讓學生加入分析團體一同進

行分析，除了能夠現場學習質性研究分析方法外，也有助於帶領與教導學生掌握

該社會現象應聚焦的議題（Heeg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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